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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为干扰下的大气氮素沉降已成为全球氮素生物化学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营养源和酸源, 

大气氮沉降数量的急剧增加将严重影响陆地及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本文从大气氮沉降对土壤和

水体环境、农业和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大气氮素沉降的研究现状及其对

生态系统的影响, 并总结探讨了前人采用的大气沉降氮测定方法, 展望了我国大气氮沉降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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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under human influ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biogeochemical N cycl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lant nutrient and soil acidification, increased N deposition from the atmosphere would greatly impact production and sta-
bility of global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ecosystems.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literatures on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and the related 
ecological effects on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forest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It summarizes documente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Finally, the prospected and trend of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research develop-
ment in China is advanced. 
Key words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Human activity, Ecological effect, Measurement method, Reactive N, Ecosystem 
(Received June 30, 2009; accepted Nov. 27, 2009) 

自 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随着化学氮肥和能源
消耗量的激增 , 全球陆地向大气排放的 NHx(包括
NH3、RNH2和 NH4

+)和 NOx、陆地向水体迁移的氮

以及大气沉降到陆地和水体的氮(NHx 和 NOx)的数
量均有巨大增加 [1−3], 同时发现植物从大气直接吸
收的氮(NHx+NOx)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4−5]。据估算 , 
人类活动生产的人为活化氮(化学合成氮、化石燃料
燃烧形成的 NOx和豆科作物及水稻扩种而增加的生

物固定的氮, 简称人为活化氮)约为 140 Tg(N)·a−1[6], 
这些人为活化氮的 55%~60%又以 NHy (NH3+NH4

+)
和 NOx 的形式返回到大气中 , 排放到大气中的

70%~80%氮又通过大气干湿沉降的形式返回到陆地
和水体[3, 7−9]。据估计, 近年来, 全球每年沉降到各类
生物群系的活化氮达 43.47 Tg(N)·a−1, 沉降到海洋
表面的活化氮达 27 Tg(N)·a−1 [1,10]。作为营养源和

酸源, 大气氮沉降数量的急剧变化将严重影响陆地
及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11], 因而成为各
国科学家和公众广泛关注的议题。国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展了氮沉降的相关研究, 而国内该领域
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2−13]。本文对国内外

大气氮素沉降的研究状况、测定方法及其生态环境

效应进行初步总结, 并展望了我国大气氮素沉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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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景, 为进一步开展该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大气氮沉降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人类活动对大气干湿沉降氮通量的生成起着决

定性的支配作用。19世纪 60年代, 大气干湿沉降的
氮量很少, 在全球范围形成的 286 Tg(N)·a−1活化氮

中以 NHx(包括 NH3、RNH2和 NH4
+)和 NOy(NO3

−、

HNO3、N2O5、N2O3、PAN、RCN 和 NOx)形式重新
沉降到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也仅为 3 1 . 6 
Tg(N)·a−1; 而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氮沉降总量
已达 103 Tg(N)·a−1,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活化氮的
沉降量将达到 195 Tg(N)·a−1 [3,14]。Zheng等[15]曾对

亚洲活化氮的沉降量进行了估算, 表明沉降到陆地
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NOy和 NHx量从 1861 年的 6.0 
Tg(N)·a−1增加到 2000 年的 22.5 Tg(N)·a−1, 增长
近 3 倍, 预计 2030 年亚洲地区氮沉降总量将达到
37.8 Tg(N)·a−1。前人研究[3]表明, 全世界沉降氮量
占人为活性氮量的比例经历了先急剧降低再缓慢提

升的过程, 即从 1860年的 2.07降到 20世纪 90年代
中期的 0.66, 预计到 2050 年又重新升高到 0.73(表
1)。亚洲地区沉降氮量占人为活性氮量的比例与全
球变化趋势一致, 即从 1861 年的 0.42 降到 2000 年
的 0.33, 预计到 2030年又重新升高到 0.36(表 2)。以
上结果表明, 虽然全球或者区域性的人为活化氮的
总量在当前和未来仍有不断升高的趋势, 但随着人

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对所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 , 
自然源活性氮占总活性氮比例逐步升高, 而人为活
化氮量占总活化氮的比例在逐步降低。 

另外, 据 Holland 等[1]报道, 在工业化前, NOy

和 NHx 沉降主要发生在热带地区, 当时主要受土壤
排放、生物燃烧排放和雷电的影响, 而目前 NOy 和

NHx 沉降主要发生在北半球温带生态系统, 其数量
大大超过了热带地区, 且沉降量较工业化前增加 4
倍多。据 Goulding 等[8]在英国洛桑试验站长达 154
年(1843~1997年)的观测结果表明, 沉降到冬小麦上
的氮由 1843年 10 kg·hm−2·a−1增长到 1998年 45 
kg·hm−2·a−1, 甚至观测到森林生态系统沉降的氮
高达 200 kg·hm−2·a−1。在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

德国中部地区, 通过 15N 同位素稀释法连续 7 年
(1994~2000 年 )测得大气干湿沉降氮的数量高达
64±11 kg(N)·hm−2·a−1[4−5]。 
1.2  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及能源和粮食消耗的迅猛增加, 导致化学合成氮和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氮氧化物(NOx)迅速增加, 分别
从 1970年的 2.52 Tg(N)·a−1和 1.06 Tg(N)·a−1激增

到 1999年的 24.45 Tg(N)·a−1和 4.60 Tg(N)·a−1[16]。

活化氮和陆地氮通量的增加势必引起中国大气沉降

氮的增加, 尤其是 NH4
+的沉降增加更是明显, 这主

要与农田施用化学氮肥以及人和动物排泄物产生的

大量 NH3挥发有关[16]。 
 

表 1  全球不同来源的人为活化氮及沉降氮量 
Tab. 1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thropogenic Nr (reactive N) in total anthropogenic Nr and N deposition amount in the world 

1860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Mid-1990s 

2050 
来源 

Source 数量 Amount
[Tg(N)·a−1]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数量 Amount
[Tg(N)·a−1]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数量 Amount 
[Tg(N)·a−1]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Haber-bosch法合成 Haber-bosch process synthesis 0 0 100.0 0.64 165.0 0.62 

耕作栽培产生 Cultivation-induced biological N fixation 15.0 0.98 31.5 0.20 50.0 0.19 

化石燃料排放 Fossil fuel combusion 0.3 0.02 24.5 0.16 52.2 0.19 

总人为活性氮 Total anthropogenic Nr 15.3 — 156.0 — 267.0 — 

沉降氮量 N deposition amount 31.6 2.07 103.0 0.66 195.0 0.73 

根据 Galloway[3] 数据整理, 1 Tg=1012 g, 即 100万 t。Data from Galloway[3], 1 Tg = 1012 g, ie one million ton. 

 
表 2  亚洲地区人为活化氮量及沉降氮量 

Tab. 2  The amount of anthropogenic Nr and N deposition amount in Asia 

来源 Source 1961 2000 2030 

Haber-bosch法合成 Haber-bosch process synthesis [Tg(N)·a−1] 2.1 46.4 72.8 

农业生物固氮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N fixation [Tg(N)·a−1] 11.7 14.9 16.8 

化石燃料排放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Tg(N)·a−1] 0.6 6.5 15.8 

总人为活性氮 Total anthropogenic Nr [Tg(N)·a−1] 14.4 67.7 105.3 

沉降氮量 N deposition amount [Tg(N)·a−1] 6.0 22.5 37.8 

沉降氮量占人为活性氮比例 Proportion of N deposition in total anthropogenic Nr 0.42 0.33 0.36 

根据 Zheng等[15]数据整理 Data from Zheng et a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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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有关大气氮沉降对中国生态系统的影
响已进行了许多研究。沈善敏[17]在中国 16个试验点
观测到由降水带入农田的氮量为每年 4~23 kg·hm−2, 
其中主要为 NH4

+, 据此, 沈善敏[17]计算出每年由降

水带入农田的氮为 8.0 kg·hm−2。李生秀等 [18]于

1990~1991 年在黄土旱塬地区测得每年通过降水向
土壤输入的氮量为 14.3~29.7 kg(N)·hm−2, 其中
NH4

+占 71.9%~88.4%。另外, 从 1990 年初到 1994
年底, 李世清和李生秀[19]还在陕西关中地区测得大

气氮沉降量在 6.3~26.6 kg(N)·hm−2·a−1之间(表 3), 
其中 NH4

+占 66.3%~88.5%, NO3
−占 11.5%~33.7%。

据徐仁扣[20]报道,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部分城市
降水中的 NH4

+浓度就已经高出欧美几倍至几十倍, 
NH4

+浓度北方高于南方, 并且降水中的 NH4
+主要来

自农田生态系统中的 NH3挥发损失, 其中有约 84%
以 NH4

+的形态进入降水中, 有约 15%以干沉降方式
进入地表。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 降水中的氮浓度
过去多在 1~2 mg(N)·L−1之间, 带入地表的氮量也
多在 9.0~19.5 kg(N)·hm−2·a−1之间[21]。在中国一

些森林地区, 也发现有很高的氮沉降量, 如广东鼎
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降水氮沉降量已达 35.57  

kg(N)·hm−2·a−1和 38.4 kg(N)·hm−2·a−1[22−23]; 马
雪华[24]通过对江西分宜县大冈山林场的杉木林和马

尾松林研究发现 , 其降雨氮输入分别为 60.6 
kg(N)·hm−2·a−1和 57.0 kg(N)·hm−2·a−1(表 3), 已
与欧洲高氮沉降量地区数量相当[4−5]。 

由表 3 可以看出, 尽管不同地区大气氮湿沉降
量各异, 但近年来氮沉降量有增无减, 尤其是人为
活动剧烈的地区, 如北京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广
东鼎湖山)、长江三角洲地区等。随着农业面源污染
研究的深入, 降水带来的氮有多少来自农田氮肥的
气态损失, 有多少来自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的 NOx, 又有多少随降水进入到农田以及
地表水中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已经日益受到人们
的关注, 并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 

2  大气氮沉降的检测方法 

由于大气干湿沉降氮在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区

域以及不同生态条件下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不同的
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采用不同的采样和

测定方法。迄今为止, 大气干湿沉降氮的采样和测
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表 3)。 

 
表 3  中国部分地区大气氮素干湿沉降 

Tab. 3  Atmospheric N deposition in some regions in China according the literatures 
氮沉降量 N deposition amount [kg(N)·hm−2·a−1]

年代 
Year 

研究地区 
Study region 干沉降 

Dry deposition
湿沉降 

Wet deposition
混合沉降 

Bulk deposition

采样仪器或分析方法 
Sampling equipment or analysis method

1985~1987 江西分宜大冈山林场[24]  57.01~60.65  自记雨量计 

1980s 黑龙江省尚志县帽儿山林场[25]  12.89  雨量筒和自记雨量计 

1989~1990 广东鼎湖山[22]  35.57  自制雨量筒 

1990~1991 陕西关中黄土旱塬地区[18]  14.3~29.7  自制雨水接收器或气象站雨量筒 

1990~1994 陕西关中[19]  6.3~26.6  自制雨水接收器或气象站雨量筒 

1994~1995 吉林长岭腰井子羊草草原[26]   14.88 自制漏斗降水降尘接收器 

1968~1997 长江流域[27]  4.9~18.2  统计数据和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 

1999 云南西双版纳[28]  8.89  置于高 70 m观测铁塔顶部的自记雨量计 

1998~1999 广东鼎湖山[23]  38.4  自制雨水接收器 

2002~2003 江苏太湖地区[29]  17.13~36.52  高出地面 1.5 m, 容积 1 L的大玻璃杯 

2003~2006 华北平原(北京、河北、山东)[ 30]   15~50 
量雨器和武汉天虹 APS-Ⅲ型降水降尘
自动采样器 

2003~2004 北京地区[31]   26.6~38.5 
天津 SDM6 型雨量器和武汉天虹 APS-
Ⅲ型降水降尘自动采样器 

2004 九龙江流域[32]  3.41~7.63  专用降尘缸湿法收集 

2004~2005 北京东北旺和河北吴桥、曲周[33]   14.0~83.8 Integrated total nitrogen input (ITNI)系统 

2003~2005 长江三角洲(南京、常熟、杭州) [34]  22.7~30.9  自制表面积 0.5 m2、高 1.2 m的雨水收集器

2003~2005 太湖地区(常熟、无锡)[35]  26.3~27.9  
自制雨水收集器和武汉天虹 APS-3型降
水降尘自动采样器 

2004~2005 黑龙江三江平原沼泽湿地[36]  7.57  自制采雨器 

2005 北京近郊农田[37] 15~16 
(NH3 和 NO2)   

意大利柯瑞公司生产的 Radiello 被动采
样器 

2005~2006 陕西杨凌、洛川[38] 1.2~1.5 11.4~19.1 12.7~20.6 
武汉天虹 APS-2A 型降水降尘自动采

样器 
2005~2006 西藏林芝[39]  1.33~3.05  自制采雨器 

1998~2003 上海地区[40]  46.18~77.75 
(TIN)  气象部门数据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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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湿沉降样品通常是把雨、雪和雾等降水用

自动或人工采样器收集于塑料(聚乙烯)容器中, 然
后用 0.45 μm玻璃纤维膜(GF/F)或核孔膜过滤[41]。 
陈能汪等[32]在对九龙江流域大气氮干沉降研究过程

中借鉴 Balestrini等[42]采用的样品收集方法, 参照国
家大气环境监测规范, 用玻璃集尘缸(内径 15 cm)湿
法收集大气氮干沉降样品, 同时用另一相同型号集
尘缸湿法收集降尘, 以测定同期降尘量, 降尘量的
采样测定按照重量法进行(GB/T 15265—94)。集尘缸
放置相对地面高度 1.2 m以上, 且周边无大树、高大
房屋影响。缸内保持 5 cm液面高度的蒸馏水, 遇降
雨封盖 , 雨停揭盖继续收集。夏季向缸内加入 2 
mol·L−1的硫酸铜溶液 1 mL, 以防止细菌、藻类生
长。采样时首先将缸内水样经 0.45 μm 有机微孔滤
膜过滤 , 记录水样体积后冰冻以备分析 NH4

+和

NO3
−以及总氮(DTN)浓度。其中, DTN测定采用过硫

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 NH4
+测定采用纳氏比色

法, NO3
−测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无机氮(DIN)= 

NH4
+ +NO3

−, 有机氮(DON)=DTN－DIN。 
Zhang 等[30]和 Liu 等[31]利用监测点安装的雨量

器及 APS-Ⅲ型降水降尘自动收集仪收集湿沉降样
品, 并且所有样品均在 3 个月内用连续流动分析仪
(TRACC2000)测定 NH4

+和 NO3
−含量, 沉降总量根

据每次降雨中无机氮浓度与降雨量乘积累加计算。 
曾有研究表明, 大气氮化物干沉降量占氮沉降

总量的 40%~80%[43−44], 因此, 研究干沉降对生态系
统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干沉降速率(Vd)是求算干
沉降通量的重要参数, 反映了干沉降过程中下垫面
对各种化合物吸收能力的大小。国外对氮素 Vd进行
了许多观测与模拟[45−48], 国内一些研究者用穿透雨
量法[49]和浓度梯度法[50]也对氮化物 Vd进行了估算。
但由于影响大气颗粒干沉降因子较多, 干沉降速率
通常难以精确测量。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大叶

阻力相似模型计算气体和气溶胶粒子的干沉积速率

Vd大小[45−46, 51−52], Vd与观测到的浓度相乘即可得到
干沉降通量。例如樊建凌等[52]以中国科学院红壤生

态试验站森林微气象站阔叶林(小叶栎)为研究对象, 
采用大叶阻力相似模型研究了各种氮化物 Vd 动态
变化, 结果表明, 1年中, 大气氮化物 Vd冬、春季高, 
夏、秋季低, 同一天中的白天高于晚上。 

为确定从大气沉降到土壤−植物系统的活性氮
总量, Russow等[4−5]在德国中部的 Bad Lauchstädt地
区, He等[33]在华北地区对包括植株地上部直接吸收

在内的大气干湿沉降氮利用 ITNI(Integrated total 
nitrogen input)测定系统采用 15N 同位素稀释法进  
行了系统研究 , 结果表明 , 沉降到土壤−植物系统  
的氮数量分别为 64±11 kg·hm−2·a−1和 14.0~83.8 

kg·hm−2·a−1(表 3), 研究还发现, ITNI系统测定结
果远高于以往测定的湿沉降或混合沉降(Bulk depo-
sition), 但该高沉降氮量与长期的农田试验氮素平
衡密切相关。 

此外, 由于微生物活动和环境温度的影响, 若
样品没有及时处理就可能产生硝化或者反硝化作 
用, 从而导致样品 NH4

+含量降低, NO3
−含量升高, 

甚至总氮含量降低, 因此, 关于样品的保存也有报
道。Cape 等[53]指出, 如果样品不能立即进行实验室
测定, 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保存过程中DON的降
解和 NH4

+的损失。目前, 最常用的保存方法是避光
低于−4 ℃冷藏 , 也可加入适量氯仿或氯化汞等化
学固定剂抑制微生物的活动[54], 甚至也有在采样后
用液氮立即把样品于−170 ℃迅速冷冻的试验[55]。 

迄今为止, 关于如何更准确地测定大气干湿沉
降氮的讨论仍在继续, 通常情况下, 雨水中的无机
氮和总氮的浓度均可以直接分析测定。但从测定本

质上看, 主要是关于大气干湿沉降氮中可溶性有机
氮(DON)的测定问题, 但不外乎两类即差减法和直
接法。测定雨水中有机氮的方法, 目前多用差减法, 
即把样品分为两份, 一份采用离子色谱法或分光光
度法直接测定无机氮(NH4

+、NO3
−、NO2

−等), 另一
份采用过氧化钾氧化 (PWCO)法或紫外线光氧化
(UVPO)法或高温催化氧化(HTCO)法测定总氮 , 由
总氮减去无机氮含量推算出有机氮含量。近年来 , 
虽然分析水样总氮含量的有关各种方法的对比研究

很多, 但至今并没有证明哪种方法更为优越[56−57]。

目前, 在雨水和气溶胶 DON的测定中, PWCO法和
UVPO法应用较多[54−57]。Cornell等[56]指出 UVPO法
优于 PWCO法, Scudlark等[58]则认为 PWCO法更好。
Cape等[53]报道在测定雨水中 DON时, HTCO法得到
最高的测定值, 暗示其他两种方法可能低估了 DON
量。随着分析仪器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HTCO法可
能是将来测定总氮的最好方法。然而, 在最近一二
十年里, 这 3 种测定总氮的方法将受到实验室资源
和研究地点的限制而并存[59]。 

3  大气氮沉降的生态环境效应 

3.1  大气氮沉降对农业和水环境的影响 
目前, 人类活动向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输入的氮

已经翻了一番 [60], 直到不久以前, 这种增长仍集中
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地区)。但随着化学肥料施用数
量、化石燃料燃烧数量和生物体燃烧数量在欠发

达地区的迅速增加 , 人类活动产生的氮来源与氮
沉降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 [61−63]。植物直接利用的

氮素主要是土壤中的 NH4
+和 NO3

−, 然而 , 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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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氮素在土壤中存在的数量都不多。除通过

施用氮肥补充这两种形态的氮素外 , 来自大气的
干湿沉降氮也是目前土壤中不可忽视的氮源。例

如 , Xie 等 [35]对太湖地区农业生态系统大气沉降研

究表明 , 降雨中带入该区农田或水面的平均氮素已
达 27 kg(N)·hm−2·a−1。近年来, 大气氮沉降对水
环境产生的水体富营养化、水体酸化等负面影响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20,64−65]。 
3.2  大气氮沉降对森林的影响 

早期的观点认为, 对于森林, 大气氮沉降通常
是一种养分来源, 但随着大气氮沉降量的逐年增加,
大气氮沉降对森林的作用视林地养分状况和氮输入

量大小而定。在林木生长的早期阶段, 植物需要吸
收大量的氮, 大气氮输入的增加通常可提高林木的
氮含量[66−67], 故可提高植被的氮增长率。但在林冠
郁闭之后, 当富营养的叶片生物量达到稳定时, 吸
收量和增长率迅速下降 [68−69], 此时, 即使增加大气
氮的输入, 也不能继续提高植被的氮增长率[70]。 

过量活化氮沉降到森林生态系统的最明显危害

是与工业废气中的 SO2 一起形成酸雨直接危害森

林。酸雨直接通过植物叶片或间接通过土壤伤害植

物, 促使森林衰亡。德国和瑞典的一些酸雨区已出
现严重的大片林木死亡[58]; 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
出现红松、樱花衰退后, 又陆续出现了关东、关西
平原的杉木衰退、冷杉枯损现象[71];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 中国开始研究酸雨对树木的影响, 并认识到
酸雨已经威胁了中国某些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 但
只认为主要是 SO4

2−的危害[72−73]。然而, 一些生态学
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观察到, 荷兰的森林衰
退与大气 NH4

+沉降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67,74−75]。 
3.3  大气氮沉降对土壤的影响 

土壤 pH 降低将导致土壤有效养分的淋失, 土
壤酸化可使土壤铝离子活性增强, 对植物产生毒害, 
也可使土壤中某些有害元素如汞和镉的活性增   
强[65]。而大气氮沉降对生态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是可能引起土壤酸化。半个多世纪来, 在人为活动
剧烈的欧洲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美国和加拿

大等地区和国家的酸雨严重区域, 已经出现了明显
的土壤酸化现象。严重的土壤酸化可引起土壤一系

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的改变。酸雨对土壤的危

害不仅与雨水中 SO4
2−有关, NO3

−也负有责任。 
在大气干湿沉降氮中, 不仅沉降的 NOx 对土壤

酸化有影响, NH4
+对土壤酸化的影响更大, 这是因

为沉降到土壤中的 1 分子 NH4
+进行硝化作用时, 可

以放出 4 个 H+离子[6]。有人估算, 陆地人为活动排

放的 NH3是全球氮沉降的最大源
[76]。挥发到大气中

的 NH3大部分随着大气干湿沉降近距离返回到陆地

生态系统[17,77]。NH3 是大气干湿沉降氮的主要成分, 
Wolfe 和 Patz[78]认为 NH3占沉降氮总量的 30%, 国
内研究则更高, Liu等[31]研究发现在中国北京地区东

北旺观测点大气湿沉降中NH4
+约占总沉降氮的 75%, 

这与 Xing和 Zhu[16]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 就全球
而言, NH4

+沉降所导致的土壤酸化作用可能比 SO2、

NOx沉降所导致的酸化作用更强
[6]。 

3.4  大气氮沉降对水体氮污染源的贡献 
从农田迁入水体的 NO3

−一直是人们注意的重

点, 在人口密度很高、工农业发达地区, 城市生活污
水和农村人畜禽排泄物对地表水氮污染源的贡献已

日益受到关注[31,79−80]。将大气干湿沉降氮视作水体

重要污染源的观点在国外早已被提出[81], Winchester
等[81]对美国北佛罗里达州 12 处水域氮源的研究发
现, 大气干湿沉降是其主要氮源, 河水中总溶解氮
通量与大气沉降中 NH4

+和 NO3
−的通量相近。晏维

金等[27]研究了长江流域 1968~1997年 30年间氮的输
入、输出和平衡, 其中长江流域每年大气沉降氮量
由 4.9 kg(N)·hm−2·a−1增加到 18.2 kg(N)·hm−2·a−1, 
增长近 3 倍, 且每年长江流域的氮输入量中, 大气
沉降氮所占比例平均保持在 20%~30%之间。近年来, 
大气干湿沉降氮对水体氮污染源的贡献也受到关注, 
宋玉芝等[29]和 Xie 等[35]在中国太湖地区研究发现, 
大气氮素干湿沉降数量不可忽视且已成为该地区农

田自然供氮和水体氮污染的重要来源。 

3.5  土壤氮饱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氮素是生物体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元素, 氮的

多少决定着生物群落的发展[82], 而生物多样性又是
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标志。一般认为, 当无机氮沉
降量在一定范围内时, 大部分氮被保留在生态系统
中, 但 25 kg(N)·hm−2·a−1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临界

点, 超过这一数值时, 就会出现氮饱和状态[83]。也有

试验证明, 氮沉降量在 10~25 kg(N)·hm−2·a−1范围

内时, 森林生态系统的氮输出量将明显增加[84]。我

国有些地区的氮沉降量已超过临界点的两倍, 且我
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 氮沉降量可能还会继续升 
高[14], 这将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生物
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 ,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提供人

类所有的食物和木材、纤维、油料、橡胶等重要工

业原料。中医药绝大部分来自生物, 目前直接和间
接用于医药的生物已超过 3 万种。随着环境污染与
生态破坏加剧, 如森林砍伐、植被破坏、滥捕乱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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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采乱伐等, 目前世界上的生物物种正在以每小时
1 种的速度消失。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
种自然资源, 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 影响
其他物种的生存。研究已表明, 人为活化氮的增加
也能导致全球性和区域性生物多样性的消失[85−89]。 

氮沉降的增加已造成一些河口、海口和江湖等

水域氮富集和陆地生态系统的氮饱和, 引起科学界
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三大氮沉降

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美国、北欧和中国)。国外一些
生态学家已开展了关于氮沉降的范围及其生态学影

响的研究, 但主要集中在氮沉降对森林和草地生态
系统影响的研究上, 并认为氮沉降是森林和草地生
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90−93]。 

4  结语 

大气氮沉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 尽
管大气氮沉降的成分和数量因地区而异, 但其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日益关注。目前国

内外学者在大气氮沉降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 果, 
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无机氮沉降对海洋、森林生态

系统的研究, 至于有机氮沉降及其化学性质和来源
的确定以及对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近年来, 许多国外学者已经将稳定性 15N 同位素技
术成功运用到生物固氮和人为氮等相关领域, 也被
用来确定大气中有机化合物的来源, 但有关方法还
不太成熟[94−95], 而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更是缺乏。 

目前, 有关大气干湿沉降的研究国际上还没有
建立起一套标准的收集、保存及测定的公认方法 , 
由于在方法上的差异, 对国际上不同研究者报道的
大气干湿沉降数量也难以进行系统比较与评估。有

鉴于此, 目前的研究数据使得科学家们很难就氮沉
降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作出全面和普遍性的结论。因

此, 要准确评价大气沉降氮的数量, 揭示其时空分
布变化规律及其来源, 首先要建立一套标准的样品
收集、保存和测定方法[96]。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及人类活动的加剧, 主
要来源于农业施肥、工业生产以及生活中有机废弃

物排放的 NHx和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及生物体燃烧

产生的 NOx成倍增加, 大气沉降氮的数量随之增加, 
大气沉降氮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将日益突出。特

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 1990 年我
国 NOx的排放量为 8.42 Mt, 比 1950年增长近 33倍, 
排放强度最大的是中东部地区[97], 加之控制 NOx排

放比控制 SO2 困难更大 , 而且费用更高 [98], 因此 , 
中国氮沉降在未来 20年内有不断发展的趋势, 开展
氮沉降及其生态影响的研究已成当务之急[83]。 

此外, 随着大气沉降氮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
其对农田和陆地生态系统贡献的逐步增大, 近年来
大气沉降氮作为“环境来源氮”(或称为“环境氮”)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农田自然供氮和水体
氮污染的重要来源。准确估算该部分环境来源氮的

数量对于氮肥优化管理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减少农

田氮素损失与环境压力,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 限于研究方法、科研实力以及研
究经费等系列问题, 国内仅在北方华北地区, 南方
苏南、华南地区的研究报道逐渐增多。可以预言, 在
未来一段时间, 大气氮素沉降将会成为中国科研工
作者的研究热点和决策部门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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